中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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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同推进“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农业农村减排固碳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基于对2010-2020年中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测算，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借助PVAR模型佐证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互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波动下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但区域间发展差异性较大。两者耦合协调度稳步提升，从期初的中等协调转为优质协调状态，空间上存在正相关性，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两种分布类型，且集聚程度均逐年减弱。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对自身冲击效应较大，而农村碳排放强度对乡村振兴发展的抑制作用强于乡村振兴对农村碳排放强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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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the "double carbon" target and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sequestration, as well as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China's r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2010 to 202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and conduct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upport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r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help of a PVAR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China's r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fluctuates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ntinues to rise, but the development varies greatly between region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two has steadily increased, from medium coordin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to high quality coordination, and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types of distribution: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nd low-low agglomeration, and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re is a long-term stabl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impact effect of r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itself is greater, while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r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stronger than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rural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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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连续多年颁布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发展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明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部署[1]。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统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促进农村能源结构转型是农村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2]。然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量以年均9.1%的增长率上升至2020年的8.2亿吨，相较于2000年增长六倍多[3]，同时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近年均呈快速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量占国家碳排放总量的3.0%~4.0%[4]，因此农业农村具有巨大的节能减碳的潜力。将绿色低碳作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是实现农业农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基于此，深入探讨中国各省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耦合协同发展，可以更好地指导和支撑农业农村碳减排政策的实施，为我国的农村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意义。
1 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农村碳排放的研究众多，学者们主要集中于研究农业农村碳排放强度的测算及时空演变特征。对于农村碳排放来源主要涉及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两大方面，有学者将全国各省作为研究对象，多数采用排放系数法测算农业农村碳排放量，运用Theil指数及空间分析相关方法探究区域差异、时空格局特征，发现我国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4]，且省域的空间分布差异变化较大[5]，对空间依赖性呈现增强趋势，空间溢出效应显著[6]。还有学者聚焦某省域进行分析，采用核密度估计、R/S分析法及采用空间收敛分析法等工具分析农业碳排放强度发展规律及收敛趋势分析，并结合总强度走势做出预测。夏文浩[7]发现新疆各地州市农业碳排放强度呈现出了“北低南高”的特征，各地州市显著的β收敛特征，表明新疆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陈睿涛[8]提出甘肃地区农业碳排放强度差异较小且波动幅度较小，预测未来甘肃省农业碳排放量及强度值将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宋丽美[9]分析得出湖南省农村人居环境碳排放量以年平均0.12%的增速持续上升，农村人居环境碳排放强度以年均0.12%的减速逐年下降。学者们不仅完善了农村碳排放测算体系，还选取与农村碳排放相关的变量构建面板联立方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探究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结构合理化[10]、中国农地流转对[11]、农支财政[12]、农村数字经济发展[13]对农业碳排放不同程度的影响。还有学者探究城镇化与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关联，黄晓慧[14]提出城镇化发展不仅直接影响本省农业碳排放，还通过间接效应影响邻省农业碳排放，谢会强[15]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发展对提升农业低碳技术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前沿技术进步具有消极作用，并且抑制农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
现有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首先是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有学者根据乡村振兴的内涵、历史定位与理论基础提出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包括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16]，还有学者认为农村创业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理论探讨、典型案例分析提出农村创业与农村空间情境深度互动的作用机制[17]。在理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部分学者从国家省域层面进行测度并对其区域差异进行分解[18]，还有学者研究局部区域，如徐雪聚焦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的研究[19]，或者聚焦某省份的发展情况进行地区分析[20]。少数学者通过实地调查法获取数据，从村庄维度分析比较其乡村振兴发展水平[21]。关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德尔菲法[22]、层次分析法[23]、熵权TOPSIS法[24]、熵权法结合因子分析法[25]等。科学的评价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后，学者们讨论了乡村振兴有效的实施路径，有学者指出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建设乡村有效利用各村旅游资源不仅可以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还能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也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26]。也有学者从数字经济视角探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提出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作用机制包括科技创新、农村创业和消费升级[27]。
关于农村碳排放与乡村振兴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的探究，有学者通过构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模型提出科学引导务工人数占比和提升农户整体收入是农户实现生活能源“碳达峰”的主要路径[28]。也有学者提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是尚未完善的绿色发展约束激励机制，应以强化耕地保护与质量建设为靶向，提升耕地系统固碳减排能力，以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抓手，强化农业绿色发展科技支撑[29]。张广辉[30]从“碳达峰、碳中和”视角对乡村振兴进行研究，厘清“碳达峰、碳中和”分别通过引导农村产业兴旺行稳致远、为农村生态宜居保驾护航、推动乡风文明再上台阶、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和促进农村生活富裕更有质量等机制赋能乡村振兴。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农业农村碳排放与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有两个方面未被关注：一是关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上多采用主观或客观的静态测度方法，无法加入时间因素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作用，导致无法实现跨期动态比较；二是学者研究农村碳排放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关系多为理论层面的定性分析，两者的耦合互动关系的定量实证探讨，忽略了二者协调性问题对农业农村固碳减排及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事实上，我国正处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关键时期，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均需农业生产效率的支持和保障。鉴于此，本文聚焦农村碳排放强度，采用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加入时间变量对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将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纳入同一框架，围绕两者的耦合互动关系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借助PVAR模型验证两者互动效应，以期为我国实现农业农村低碳转型，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提供理论参考。
2 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理
农村碳排放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内在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发展目标，旨在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协同机理。一方面，农业农村低碳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在此背景下，降低农村碳排放强度可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建设乡风文明、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和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因此，农村碳排放治理是推动乡村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推动农村绿色转型的关键动力。
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农村碳排放治理工作提供了指导方向和要求，促使农村产业碳排放治理融入乡村建设之中，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对农业农村碳排放具有反馈作用。农村产业兴旺可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而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则对农村产业碳排放强度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乡风文明建设有助于增强农户低碳减排意识，提高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则对农村产业增效产生正向影响，而乡村有效治理也将进一步规范农业和农村生产标准。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农村碳排放治理工作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倒逼农业农村产业技术进步，进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农业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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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机理
3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bookmark: _Hlk136548719]3.1农村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来测算农业的碳排放总量。在田云研究的基础上[31]，将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纳入农村碳排放体系之中，从农地利用活动、农作物种植业、禽畜养殖业及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四个方面来测算农村碳排放总量。其中，农地利用活动主要包括农业化肥、农膜、农药、翻耕、灌溉、农用柴油等碳源。农作物种植业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指水稻种植排放的甲烷（CH4），以及小麦、玉米、大豆、蔬菜和其他旱地作物等种植排放的氧化亚氮（N2O）。禽畜养殖业产生的温室气体主要指反刍动物在肠道发酵和粪便排泄过程中产生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其中包括奶牛、非奶牛、马、骡、驴、猪、兔等11种重要品种。由于畜禽饲养周期不同，调整的方法参考胡向东[32]，农业碳排放测算系数借鉴文献[32-35]。为了统一测算结果进行科学分析，本文将测算的温室气体统一折算成二氧化碳（CO2）。
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由于碳排放总量容易受到经济规模和能源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碳排放强度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11]，因此本文讨论农村碳排放强度，选取农村生产总产值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_Hlk13574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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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ookmark: _Hlk136614456][bookmark: _Hlk136619874]式中：CE为农业碳排放总量，CEijt为第t年第i地区的第j类碳源的碳排放量，eijt为第j类碳源的物质投入量，ɜj为第j类碳源碳的碳排放系数。CIit为第t年第i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强度，AGDPit为第t年第i地区的农业总产值。
3.2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测度
依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内在要求，借鉴现有研究[36-38]，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进行分类汇总，根据科学性、可行性等指标选取原则，对分类汇总的指标进行遴选，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属性
	权重

	乡村振兴系统
	产业兴旺
	人均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万人
	+
	0.049 8 

	
	
	劳动生产率
	％
	+
	0.049 8 

	
	
	人均粮食产
	公斤
	+
	0.052 5 

	
	
	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
	％
	+
	0.050 5 

	
	生态宜居
	绿化覆盖率
	％
	+
	0.049 9 

	
	
	用水普及率
	％
	+
	0.049 5 

	
	
	乡镇每万人卫生院床位数
	床/万人
	+
	0.048 9 

	
	
	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
	吨/公顷
	-
	0.050 5 

	
	乡风文明
	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
	0.049 9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师本科以上学历比
	％
	+
	0.049 9 

	
	
	文化站覆盖率
	％
	+
	0.049 8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
	+
	0.050 8 

	
	治理有效
	有总体规划的乡比例
	％
	+
	0.050 1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人
	-
	0.050 3 

	
	
	村民委员会覆盖率
	％
	+
	0.049 7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程度
	％
	-
	0.048 8 

	
	生活富裕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0.049 3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平方米
	+
	0.050 3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
	0.049 9 

	
	
	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程度
	％
	-
	0.049 8 


[bookmark: _Hlk138070336]对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评价问题，多数学者采用单一的主观或客观评价方法，或者将两种方法组合以确定权重。如熵权法、层次分析法、熵权topsis法等，主观评价方法可能由于认知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客观评价方法弥补了主观性的不足，但这类评价方法多针对于截面数据，无法很好的反映时序数据的动态变化。因此，本文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39-40]，将时间变化的影响纳入乡村振兴发展评价体系当中，具体步骤如下：
（1）为统一各指标的计量单位，采用极差法对正向指标、负向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3）

	负向指标：
	（4）


式中，Xij(tk)为时期tk的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指标，Minj和Maxj分别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与最大值[40]。若需对n个评价对象的m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时间序列长度为T，则“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综合评价函数为[39]：
	
	
	（5）


式中，Yij(tk)为时期tk的第i个评价的综合评价值，Sj为各指标权重，权重由离差平方和计算所得，为最大可能的反映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公式如下：
	
	（6）

	
	（7）

	
	（8）


式中，为指标权重矩阵，为m阶的对称矩阵，其中[39]。
	
	（9）


在STS=1约束下，确定H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通过归一化得到各指标权重。
3.3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主要用来刻画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者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程度[41]，因此选取耦合协调度模型表征农业碳排放强度和乡村振兴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及协调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10）

	
	（11）

	
	（12）


式中，CI、Y分别为农业碳排放强度和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指数,C、T、D分别表示系统耦合度、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系统耦合协调度；为待定参数，参考田云等研究经验[41]取值均为0.5，确定当耦合协调度D取值（0.0，0.2］、（0.2，0.4］、（0.4，0.6］、（0.6，0.8］、（0.8，1.0］分别为严重失调、初级失调、中等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
3.4 PVAR模型
PVAR模型利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函数来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互动效应、冲击程度和贡献程度。相比其他模型，PVAR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准确地排除变量内生性和外生性的限制，从而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构建模型如下[42]：
	
	（13）


式中：分别为省（市、区）和年份，为的阶滞后项，分别为截面项、参数矩阵、滞后期数，分别为个体效应向量、时间效应向量、随机扰动项。
3.5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0-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等多个数据来源。针对个别省份和年份的数据缺失，采用平均插值法进行补全。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本研究选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4 实证分析
4.1 农村碳排放强度测算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依据农村碳排放测算体系与乡村振兴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碳排放系数法与“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各省（市、区）2010-2020年间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受篇幅所限，列出2010、2016、2020年及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bookmark: _Hlk138080743]自2010年至2020年，我国各地农村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且表现出“东部较低、中部居中、西部较高”的阶梯式分布态势。具体而言，2010年至2020年全国农村碳排放强度的均值由4.29波动下降至2.14，年均下降率为6.63%。这一趋势表明，随着农业农村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的推进，各地区通过政策扶持和技术措施研发推广，使得农村碳排放强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生态环境及农业生产方式差异的影响，地区间农村碳排放强度差异显著。2020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碳排放强度均值分别为1.53吨/万元、1.74吨/万元、2.26吨/万元、1.46吨/万元，年均下降率分别为5.51%、5.04%、6.73%、6.28%。其中，东部地区农村碳排放强度稳居前列，究其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方式较为先进，农村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特别是海南于2020年农村碳排放强度达到全国最低，作为全国低碳发展示范区，在农业低碳生产上发展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清洁能源占比也超过了50%以上。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农村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自2010年均值为4.60吨/万元降至2020年2.26吨/万元，下降幅度位居四大地区首位，降幅达到6.73%。这一趋势说明西部地区应成为我国农村降碳减排的重点区域。然而，需要关注的是，西藏地区农村碳排放强度在2020年为14.16吨/万元，高于2020年全国均值近7倍。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农业生产以畜牧业为主，生产条件较为恶劣，相应的牲畜养殖带来较大的碳排放量，其农业生产所需能源和物资较多，从而导致农村碳排放强度较高。
表2 我国31个省（市、区）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综合发展水平
	地区
	[bookmark: _Hlk138421838]农村碳排放强度(吨/万元)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10年
	2016年
	2020年

	北京
	2.45
	1.92
	1.05
	0.74
	0.89
	0.90

	天津
	2.19
	1.57
	1.27
	0.75
	0.79
	0.69

	河北
	1.93
	1.57
	1.32
	0.62
	0.86
	0.97

	山西
	2.08
	1.61
	1.48
	0.61
	0.86
	0.89

	内蒙古
	4.94
	3.37
	2.75
	0.77
	1.19
	1.34

	辽宁
	2.55
	1.45
	1.26
	0.57
	0.99
	1.01

	吉林
	2.97
	2.06
	2.01
	0.50
	0.80
	1.03

	黑龙江
	3.13
	1.62
	1.12
	0.73
	1.28
	1.50

	上海
	2.88
	2.49
	2.52
	0.72
	0.69
	0.91

	江苏
	2.78
	1.71
	1.48
	0.86
	1.18
	1.47

	浙江
	2.48
	1.59
	1.39
	0.59
	0.78
	1.00

	安徽
	3.64
	3.02
	2.45
	0.48
	0.69
	0.92

	福建
	1.95
	1.18
	1.00
	0.54
	0.77
	0.90

	江西
	4.49
	3.29
	2.59
	0.56
	0.80
	1.01

	山东
	1.70
	1.28
	1.06
	0.82
	1.10
	1.22

	河南
	2.21
	1.72
	1.02
	0.56
	0.81
	0.91

	湖北
	3.22
	2.54
	1.86
	0.50
	0.85
	0.99

	湖南
	3.02
	2.21
	2.05
	0.41
	1.19
	1.29

	广东
	1.83
	1.19
	0.82
	0.31
	0.58
	0.80

	广西
	2.60
	1.67
	1.00
	0.32
	0.73
	0.85

	海南
	2.09
	1.20
	0.65
	0.75
	0.90
	0.93

	重庆
	2.97
	1.79
	1.04
	0.46
	0.74
	1.09

	四川
	3.39
	2.08
	1.35
	0.19
	0.47
	0.80

	贵州
	4.73
	1.65
	0.96
	0.19
	0.88
	1.11

	云南
	4.29
	2.35
	1.53
	0.31
	0.75
	0.99

	西藏
	34.92
	23.33
	14.16
	0.02
	0.50
	0.83

	陕西
	1.78
	1.10
	0.74
	0.55
	0.86
	1.04

	甘肃
	3.26
	2.21
	1.85
	0.34
	0.70
	1.04

	青海
	14.91
	9.43
	8.76
	0.33
	0.66
	0.95

	宁夏
	3.21
	2.22
	2.11
	0.48
	0.89
	1.02

	新疆
	2.31
	2.14
	1.55
	0.67
	1.00
	1.12

	东部地区
	2.72
	1.92
	1.53
	0.61
	0.89
	1.02

	中部地区
	2.94
	2.08
	1.74
	0.61
	0.93
	1.09

	西部地区
	4.60
	3.03
	2.26
	0.50
	0.84
	1.04

	东北地区
	2.88
	1.71
	1.46
	0.60
	1.02
	1.18

	全国均值
	4.29
	2.86
	2.14
	0.52
	0.84
	1.02


从2010年到2020年，我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值从0.52上升至1.02，年均增长率为6.95%。2020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平均值分别为1.02、1.09、1.04和1.18，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50%、6.02%、7.70%和7.32%。综合来看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相对落后，但是近年来其增长趋势显著，是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其中，广西和西藏是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广西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从2010年的0.32上升至2020年的0.85，其原因可能是广西的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乡村地区的交通不便限制了城乡融合进程。此外，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43]，广西的大学文化程度占比为10.8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47%，乡村发展缺乏人才支持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与西部相比，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2020年达到了1.18，年均增速率为7.32%，是全国领先的地区之一。东北地区拥有丰富的黑土地资源，这是农业发展的天然优势，同时该地区还大力发展农业科技，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例如，黑龙江省推行“三北”防护林工程，采用了先进的生态修复技术和农业模式，为农户带来了实际增收。
4.2 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时序特征分析
根据式（10）至式（12），测算2010-2020年各省（市、区）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并根据耦合协调度的划分标准，得到了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受篇幅所限，本文列出2010、2016、2020年耦合协调度数值及其类型，如表3所示。综合来看，2010-2020年全国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在0.618 1至0.880 3之间，并且各省（市、区）的耦合度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整体趋势是由“中等协调、良好协调”转变为“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状态，这说明我国各省（市、区）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基本处在良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对于2010年处于中等协调类型的省份，大多数位于西部地区，特别是贵州和西藏的耦合协调度低于0.5。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这些省份于2020年耦合协调度已经上升至0.792 3和0.655 1，均达到了良好耦合的阶段。
表3 我国31个省（市、区）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及其类型
	地区
	2010年
	类型
	2016年
	类型
	2020年
	类型

	北京
	0.709 8 
	良好协调
	0.679 6 
	良好协调
	0.725 8 
	良好协调

	天津
	0.729 2 
	良好协调
	0.762 9 
	良好协调
	0.729 9 
	良好协调

	河北
	0.704 1 
	良好协调
	0.790 9 
	良好协调
	0.815 7 
	优质协调

	山西
	0.663 0 
	良好协调
	0.757 1 
	良好协调
	0.762 4 
	良好协调

	内蒙古
	0.744 6 
	良好协调
	0.882 3 
	优质协调
	0.912 0 
	优质协调

	辽宁
	0.680 0 
	良好协调
	0.799 7 
	良好协调
	0.817 7 
	优质协调

	吉林
	0.699 8 
	良好协调
	0.815 3 
	优质协调
	0.869 5 
	优质协调

	黑龙江
	0.790 8 
	良好协调
	0.939 9 
	优质协调
	0.991 6 
	优质协调

	上海
	0.702 3 
	良好协调
	0.692 1 
	良好协调
	0.750 0 
	良好协调

	江苏
	0.765 6 
	良好协调
	0.860 9 
	优质协调
	0.908 7 
	优质协调

	浙江
	0.663 2 
	良好协调
	0.753 2 
	良好协调
	0.802 9 
	优质协调

	安徽
	0.653 6 
	良好协调
	0.763 1 
	良好协调
	0.813 0 
	优质协调

	福建
	0.656 8 
	良好协调
	0.752 4 
	良好协调
	0.791 7 
	良好协调

	江西
	0.651 3 
	良好协调
	0.752 6 
	良好协调
	0.801 8 
	优质协调

	山东
	0.750 8 
	良好协调
	0.826 5 
	优质协调
	0.856 7 
	优质协调

	河南
	0.683 5 
	良好协调
	0.776 1 
	良好协调
	0.808 0 
	优质协调

	湖北
	0.626 0 
	良好协调
	0.786 4 
	良好协调
	0.809 2 
	优质协调

	湖南
	0.608 6 
	良好协调
	0.800 6 
	优质协调
	0.854 0 
	优质协调

	广东
	0.463 8 
	中等协调
	0.688 3 
	良好协调
	0.739 0 
	良好协调

	广西
	0.538 5 
	中等协调
	0.756 5 
	良好协调
	0.779 8 
	良好协调

	海南
	0.758 3 
	良好协调
	0.836 7 
	优质协调
	0.815 7 
	优质协调

	重庆
	0.591 7 
	中等协调
	0.756 5 
	良好协调
	0.8246 
	优质协调

	四川
	0.448 6 
	中等协调
	0.691 2 
	良好协调
	0.732 3 
	良好协调

	贵州
	0.305 7 
	初级协调
	0.780 8 
	良好协调
	0.792 3 
	良好协调

	云南
	0.461 5 
	中等协调
	0.716 0 
	良好协调
	0.767 3 
	良好协调

	西藏
	0.167 9 
	严重失调
	0.455 6 
	中等协调
	0.655 1 
	良好协调

	陕西
	0.5923 
	中等协调
	0.728 4 
	良好协调
	0.755 8 
	良好协调

	甘肃
	0.510 5 
	中等协调
	0.728 8 
	良好协调
	0.781 3 
	良好协调

	青海
	0.480 9 
	中等协调
	0.670 1 
	良好协调
	0.725 2 
	良好协调

	宁夏
	0.632 1 
	良好协调
	0.770 8 
	良好协调
	0.790 2 
	良好协调

	新疆
	0.725 7 
	良好协调
	0.814 0 
	优质协调
	0.832 6 
	优质协调

	全国均值
	0.618 1
	良好协调
	0.760 6
	良好协调
	0.880 3
	优质协调


4.3 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我国31个省（市、区）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之间的空间关联性，本研究采用Arcgis10.6软件测算全局Moran's I指数，结果如表4所示。全局Moran's I指数区间在0.192至0.404之间，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存在空间正相关性。通过分析Moran's I值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2010-2011年逐渐上升并达到最大值0.404，随后转为波动下降趋势，整体集聚程度下降至2016年0.192，表明各省（市、区）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差距逐渐扩大。这可能是因为各省（市、区）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政策及措施实施成效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导致空间集聚效应有所减弱。然而，2016-2020年Moran's I值总体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相较于2010年下降幅度为24.35%。
表4 2010-2020年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全局Moran's I 指数
	年份
	Moran's I
	Z 得分
	P 值

	2010
	0.390
	3.788
	0.000***

	2011
	0.404
	3.883
	0.000***

	2012
	0.402
	3.877
	0.000***

	2013
	0.358
	3.477
	0.000***

	2014
	0.372
	3.585
	0.000***

	2015
	0.315
	3.083
	0.000***

	2016
	0.192
	2.130
	0.017**

	2017
	0.260
	2.605
	0.005***

	2018
	0.259
	2.579
	0.005***

	2019
	0.254
	2.539
	0.006***

	2020
	0.295
	2.898
	0.002***


注：**、***分别表示在5%、1%的水平下显著。
为刻画各省（市、区）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局部的空间效应，通过局部莫兰指数绘制2010、2020年两者耦合度LISA聚集图，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整体呈减弱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两种空间集聚类型。低低集聚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中四川和宁夏自2010年至2020年转变为不显著地区，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省份的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得到了显著提升，高于其邻近省份。高高集聚省份主要位于东南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和广东。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业以水稻种植、渔业养殖等产业为主，这些产业的碳排放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农业产业较低。此外，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如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和绿色防治技术，能够有效控制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等的排放，从而降低农村碳排放强度，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位于低高集聚区域，究其原因，主要是上海农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水稻种植和蔬菜种植为主，这些农业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从而导致其农业碳排放强度比较高。
[image: ][image: ]
注：基于自然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GS(2019)1822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分布图
4.4 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互动关系
4.4.1 数据平稳性检验与最优滞后阶数选择
鉴于原始数据存在时间趋势和截面相关的问题，为避免非平稳性可能带来的“伪回归”误判，本研究对农村碳排放强度和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指数分别进行了对数转换，分别记为Lreci和Lrrdi，通过LLC、IPS、HT单位根检验法检测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P＜0.05，即拒绝原假设，表明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综合指数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通过AIC、BIC、HQIC信息准则进行确定，P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3阶。
表5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检验
	IPS检验
	HT检验

	
	t
	p
	t
	p
	t
	p

	Lreci
	-6.599
	0.000***
	0.252
	0.599
	0.286
	0.011**

	Lrrdi
	-9.492
	0.000***
	-0.614
	0.270
	-0.436
	0.000***

	D-Lreci
	-7.614
	0.000***
	-0.321
	0.374
	0.019
	0.000***

	D-Lrrdi
	-11.741
	0.000***
	-4.034
	0.000***
	-0.032
	0.000***


4.4.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变量构建一阶滞后PVAR模型稳定，并通过稳定性检验验证伴随矩阵特征根均落在单位圆之内，检验表明pvar合理，进而进行格兰杰因果验证分析。当原假设为reci不是rrdi的格兰杰原因时，卡方检验值为10.885，P=0.012，则拒绝原假设，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reci是reci的格兰杰原因；同理亦然，当原假设为rrdi不是reci的格兰杰原因时，卡方检验值为36.074，对应的P=0.000，则拒绝原假设，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rrdi是reci的格兰杰原因。综上，在当前阶段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4.4.3脉冲响应分析
通过观测脉冲响应趋势分析，可直观分析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的交互影响程度与机制。图3.a显示，农村碳排放强度起初受到正向效应，冲击效应波动减弱至第4期，转为负向效应后逐渐趋于稳定。图3.b显示，农村碳排放强度在第3期是受到乡村振兴发展的正向冲击影响，并达到绝对值最大值，从第7期开始转为负向效应，随后冲击效应趋于逐渐稳定。图3.c显示乡村振兴起始受到农村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冲击效应，并在第1期达到最大绝对值。随后负向冲击效应波动减小，在第6期时趋于0。如图3.d显示，乡村振兴发展受到自身的响应，在第1期内正向冲击效应逐渐减弱，并在第4期下落为负向效应，随后逐渐趋于稳定状态。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对自身存在促进作用，而乡村振兴发展对农村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相较而言，农村碳排放强度对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
 [image: ]
图3 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的脉冲响应图
5 结论与建议
[bookmark: _Hlk138421774]5.1结论
在2010-2020年期间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全国均值从4.29吨/万元波动下降至2.86吨/万元，整体处于平稳下降的趋势，呈现“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乡村振兴综合指数由 0.52逐年上升至1.02，呈“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分布特征，四大分布区内部空间发展进程具有一定差异性，应及时防止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耦合协调度从0.618 1持续上升至0.880 3，整体协调类型由良好协调发展为优质协调，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特征，具体表现为在某个高值省份周边，往往伴随着一个或多个高值省份的出现；而某个低值省份则通常与一个或多个低值省份相邻。主要存在的局部集聚类型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且集聚程度均逐年减弱，表明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区域不平衡趋势减弱。
在2010-2020年期间，我国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两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两者具有一定互动效应。结果表明，农村碳排放强度与乡村振兴发展自身的冲击效应高于其他影响作用。乡村振兴受到农村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冲击显著，而农村碳排放强度受到乡村振兴发展的冲击效应较弱。
5.2 建议
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为了持续实现农村碳排放与乡村振兴的动态耦合协同发展，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完善健全各项政策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应作为发展进程的引导，完善环境保护、低碳发展、政策保障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以及法律法规，以实现“有法可依”。同时，各地政府应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明确主体、引导以及鼓励农户使用清洁能源，以及通过不同方式自觉参与环境保护，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地理环境所具备的不同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政策。其次，加强碳排放监管机制。相关部门应采用电视、广播、宣传会等多种渠道宣传环境污染的危害以及相关环境保护知识，明确禁止相关污染物的乱丢乱排放、危害性极大的农药以及肥料的使用等行为，并且针对危害环境的违规行为采取一定程度的处罚。同时，对经济条件有限的坚持绿色发展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贴，以期推动农村低碳发展。最后，加强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技术创新是实现碳排放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关键。为实现乡村经济发展，要始终秉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坚持吸收低碳排放产业，吸纳推广高新技术，优化各项产业链，以技术创新实现碳排放降低，推动农村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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